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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11—2019 年中国内地 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 GMM 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

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

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

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

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

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

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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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十三五”期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发展迅速，2020 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15.1%,比

2015 年提高 3.3 个百分点，成为带动制造业发展的“中流砥柱”。正如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经济韧性，高技术制造业的迅猛

发展也离不开创新韧性。在新冠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冲击带来的 VUCA(Volatility、Uncertainty、Complexity、Ambiguity)

环境下，创新韧性成为保障高技术制造业“化险为夷”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活动具有投入大、风险高、周

期长的特点，其创新韧性的提升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支持，数字经济时代，高技术制造业需要借助新型金融模式提升创新韧性。作

为传统金融的有益补充，数字普惠金融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梳理文献发现，徐子尧等[1]、任碧云和刘佳鑫[2]分别以中国 27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中国内地 30 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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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正向影响；李健等[3]、赵晓鸽等[4]以中国 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新存

在正向影响。然而，现有文献缺少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探讨。实际上，作为将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融合

的产物，数字普惠金融扩展了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
[5]
,克服了传统金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融资成本高、对创新创业支持不足和

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扩大社会融资规模和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实现创新资金的增量补充[6],改善创新的金

融环境，使组织创新系统在面对内外部冲击时具有较强的应对力、恢复力和更新力，促进创新韧性提升。因此，亟需考察数字普

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进一步，从高技术制造业外部看，消费升级会对创新产品的生产起到拉动效应，同时催

生对高技术产品的需求，这将促使高技术制造业不断提升创新韧性，使其开发满足消费需求的产品。在此情境下，消费升级可以

为高技术制造业带来创新机会，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保障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活动持续进行，进而提升其创新韧性。从高技术制造业

内部看，研发投入强度会影响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获得研发活动资金的频率和规模，进而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

术制造业创新韧性作用的发挥。因此，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过程中的作用也需

要进一步探讨。 

鉴于此，本文以高技术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基于 2011—2019 年中国内地 30 个省份(西藏因数据不全，未纳入统计)面板数

据，采用系统 GMM 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

应。本文边际贡献包括：第一，区别于已有文献聚焦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和企业创新的关系，本文从创新韧性出发，将视角转向

特定行业，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创新的研究领域；第二，将消费升级和

研发投入强度纳入研究框架中，揭示了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过程中的门槛效应；

第三，将样本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明晰了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影响的地区异质性。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文献回顾 

1.1.1 创新韧性 

在组织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有些组织在面对极端事件时会倒闭，

而有些则不会[7]?韧性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韧性的概念起源于物理学，之后被引入生态学，再后被引入心理学和经济学等社

会科学领域。韧性源自逆境[8],是指一个系统遭受外部冲击后维持自身稳定并恢复原有状态的能力[9]。相比韧性不足的组织，拥有

较强韧性的组织能够及时对外来冲击作出反应，从容应对风险，甚至从中实现自身成长。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将韧性引入创新研

究中，实证探讨韧性对高档餐厅创新
[10]

、企业创新风险防御力
[8]
和高技术产业创新

[11]
等的影响。胡甲滨和俞立平

[11]
认为，创新韧

性是指创新系统面临外部冲击时，抵御冲击保持系统稳定、适应恢复甚至进化为更高功能状态的能力。创新韧性发展是一个动态

演进和自我调整的过程，需要识别力、应对力、恢复力和更新力作为支撑。首先，面对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创新风险，组织需要

具备识别力和应对力；其次，组织需要从创新风险造成的负面影响中恢复至原有水平的恢复力；最后，组织需要通过重新配置创

新生产要素、优化创新管理流程和改善创新环境等措施实现自我突破的更新力。 

1.1.2 数字普惠金融 

传统金融模式存在的短板会给金融供给带来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因此，创新活动的开展会因资金缺乏、管理低效和市场失

灵等现实原因而面临各种困难[12]。普惠金融的产生拓展了传统金融发展空间，能够克服创新活动遇到的资金困难，助力创新发

展。普惠金融最早由联合国于 2005 年提出，其与金融排斥是两个相对概念。金融排斥最早由 Leyshon & Thriift[13]正式提出，

被定义为阻止某些社会阶层或个人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过程。相对而言，普惠金融被定义为能有效、全方位、方便地为社会所有

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14]。普惠金融可为需求方提供获取与转移资金、增加资本和降低风险的机会[5],成为推动经济走

上可持续增长轨道的关键工具
[15]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蓬勃发展，以及传统金融与新兴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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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融合，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体现出典型的共享、方便、低成本和低门槛特征[16]。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普惠金融向更深

层次发展，降低融资成本，提高服务效率，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弥补传统金融短板。现有文献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集中在

经济增长
[17]

、产业结构升级
[18]

和企业融资约束
[19]
等方面，也有学者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

[1,2]
和企业创新

[3,4]
的影响。可见，

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但目前尚未有学者研究其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 

1.2 研究假设 

1.2.1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从“量”上通过提供更多金融服务提

升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20],能够将金融服务输送

到传统金融机构未顾及的长尾市场，拓宽高技术制造业外部融资渠道，为其创新韧性的形成提供资金支持。当高技术制造业受到

外部冲击影响时，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为其提供金融解决方案，解决资金缺口问题，帮助其创新系统从冲击中恢复，甚至实现创新

系统优化。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从“质”上通过提供更优的金融服务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依托云计算、大数据和移

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建立风险控制体系以及信息处理与监测系统
[21]
,有助于金融机构全面了解企业经营状况、

风险承受能力和盈利能力等信息，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活动起到监管作用，进而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创新质量和效率。当高技术制

造业创新系统遭受冲击时，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帮助其迅速作出反应，根据企业当前发展情况，制定针对性解决方案，提高遭受外

部冲击时的应对能力，从而提升创新韧性。此外，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数字普惠金融惠及越来越多企业，能为企业提供持续、

可负担的金融支持，行业内整体资源的丰富也带来行业竞争加剧[22],从而形成行业竞争效应。此时，高技术制造业为获得竞争优

势和维持行业市场地位，会更注重自身创新韧性的提升。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存在正向影响。 

1.2.2 消费升级的门槛效应 

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带动消费需求总量和种类快速增长[23],使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质量明显改善，消费结构优

化升级。消费升级会引发市场需求结构变化，由大众化需求向个性化和定制化需求转变，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和层次提出更高要

求。在消费升级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市场需求结构变化较小，高技术制造业对由消费升级引发的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反应“迟钝”,

不能及时把握市场需求，难以开发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因此，消费升级程度较低时，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

性的提升作用可能较小。相反，消费升级程度较高时，市场需求结构变化较为明显，作为市场供给方的高技术制造业能够较快察

觉到这一变化，从而激发自身创新活力。同时，较高程度的消费升级能够扩大对高技术产品的需求。高技术制造业会积极利用数

字普惠金融助力其新产品开发，对接消费升级，满足消费者对高技术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从而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增强创新韧

性。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消费升级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存在门槛效应。 

1.2.3 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主要源于 R & D资本和人力资本。R & D活动是促进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研发投入越多，技

术进步促进效果越好[24]。研发投入强度较低时，高技术制造业技术进步效果不明显。此时，受制于现有技术水平，高技术制造业

发展缓慢，行业地位不高，面临较多创新阻碍。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获取的创新资金在促进创新成果产出时，成功率

不高，其创新能力难以得到明显提升。因此，研发投入强度较低时，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激励作用可能不明

显。相反，研发投入强度较高时，高技术制造业能够取得较大技术进步，行业地位较高，从而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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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良好口碑。在此情形下，一方面，凭借市场优势，银行等金融机构会对具有高风险特点的高技术制造业降低门槛，高技术制

造业容易享受到数字普惠金融的红利，以低融资成本获取创新资金，开展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凭借技术优势，高技术制造业的

创新成功率较高，创新资金能有效促进创新成果转化，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最终提升创新韧性。由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研发投入强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存在门槛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影响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 

 

图 1数字普惠金融影响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分析框架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测量 

2.1.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IR)。创新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胡甲滨和俞立平[11]借鉴Martin & Gardiner[25]对经

济韧性的测量方式，选取能够表征创新活动效果的新产品销售收入测量创新韧性。本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测量参考胡

甲滨和俞立平[11]的做法，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IR 为第 i个研究对象第 t 年的创新韧性，Yit、Yi,t-1分别为第 i 个研究对象第 t年和 t-1 年的新产品销售收入，△Yit

表示第 i 个研究对象在 t-1～t年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实际变化状况；Yrt、Yr,t-1分别为研究对象所在区域 r第 t年和 t-1 年的新产

品销售收入，△Eit表示以研究对象所在区域 r整体新产品销售收入变化状况为基础，预测得出研究对象在 t-1～t年的新产品销

售收入状况。 

2.1.2 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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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为数字普惠金融(DIF)。依据郭峰等[26]的研究，本文使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

融指数(2011—2020 年)》中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衡量数字普惠金融，褚翠翠等[14]也采用该数据进行相关研究。除数字普惠

金融总指数外，本文同时选取覆盖广度(CB)、使用深度(UD)和数字化程度(DL)3 个维度，考察其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

考虑各变量数据之间量纲上的差异，本文将原始数字普惠金融及其维度数据均除以 100。 

2.1.3 门槛变量 

(1)消费升级(CU)。 

参考黄赜琳和秦淑悦
[27]

的做法，本文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之和占居民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衡量

各省居民消费升级。消费升级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Commu、Educa、Medic、Expen 分别代表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总额。 

(2)研发投入强度(RDI)。 

参考尹亚红和刘佳舟
[28]
的研究，本文选择各省大中型高技术制造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 GDP 比重作为各省研发投入强度

的衡量指标。 

2.1.4 控制变量 

(1)基础设施水平(IL)。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升能够将各省科技创新活动和金融资源等要素有机联系起来，从而降低要素流动成本[29],减少创新支

出，提升创新韧性。参考化祥雨等[30]的研究，本文用人均公路里程数(公路里程与年末常住人口的比值)衡量各省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 

(2)贸易开放程度(TOD)。 

贸易开放程度也会影响创新，来自国外贸易的竞争会刺激本地企业加大创新投入[31],提升创新韧性。参考汪辉平等[32]的研究，

本文用进出口总额(按当年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与 GDP 的比值衡量各省贸易开放程度。 

(3)外商直接投资水平(IFDI)。 

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带动技术引进与技术人才培养[33],为创新韧性的形成提供技术和人才保障。本文

将外商直接投资取对数衡量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4)环境规制(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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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提高企业收益[34],技术创新是提升创新韧性的重要推动力。参考郝寿义和张

永恒[35]的研究，本文用单位 GDP二氧化硫排放量衡量环境规制。 

(5)创新氛围(IA)。 

良好的创新氛围能够激发创新主体热情，从而有利于提高创新主体应对外部冲击的积极性，促进创新韧性提升。参考肖仁桥

等[36]的研究，本文用高技术制造业有研发活动的企业数占所有企业数比重衡量各省创新氛围。 

2.2 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各省高技术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具体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

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 6个行业。以 2011—2019 年为考察区间，选择中

国内地 30个省份(西藏因数据不全，未纳入统计)为研究样本。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数据

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 年)》,高技术制造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研发经费内部支出、有研发活动的企业

数和所有企业数的数据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2—2017,2019—2020),其余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

2020)。对于缺失数据，本文利用 SPSS 软件，采用邻近点线性趋势方法填补。 

2.3 模型设定 

2.3.1 基准回归模型 

科技创新具有集聚效应，即一个区域当前创新水平会受到过去创新氛围和创新经验的影响[37]。鉴于此，本文将创新韧性的滞

后一期引入模型，构建如下动态面板模型： 

 

其中，i=1,2,3,…,N,代表截面个体；t=1,2,3,…,T,代表年份；X 代表控制变量合集；εit表示残差项。将 DIF 分别替换为

CB、UD 和 DL,构成如下模型： 

 

2.3.2 门槛回归模型 

依据 Hansen
[38]

的做法，本文构建CU和 RDI 的门槛效应回归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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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为指示函数，若括号中式子成立，则I(·)取 1,否则取 0;θ1,θ2,…,θn为CU的待估门槛值；λ1,λ2,…,λn为

RDI 的待估门槛值；其余变量含义与上文相同。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为变量 IR、DIF、CB、UD、DL、CU、RDI、IL、TOD、IFDI、ER 和 IA 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3.2 基准回归分析 

3.2.1 基准回归 

为克服创新韧性滞后项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邵兴宇和范德胜[39]的研究，采用系统 GMM方法对2011—2019 年中

国内地 30 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由表 2 可知，模型 1～4的 Hansen 检验值均不显著，表明不存在过度识

别问题。AR(1)的 P值均小于 0.1,AR(2)的 P值均大于 0.1,表明残差项存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模型设定合理。 

表 1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观察数目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R 270 1.674 9.548 -21.743 92.527 

DIF 270 2.034 0.916 0.183 4.103 

CB 270 1.836 0.902 0.020 3.847 

UD 270 1.980 0.914 0.068 4.399 

DL 270 2.651 1.109 0.076 4.537 

CU 270 0.326 0.029 0.267 0.402 

RDI 270 2.009 2.009 0.009 11.253 

IL 270 0.336 0.244 0.002 1.362 

TOD 270 2.792 2.968 0.128 14.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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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DI 270 12.811 1.711 6.100 16.490 

ER 270 34.725 38.287 0.054 212.444 

IA 270 1.017 0.174 0.415 1.284 

 

表 2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IR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L.IR -0.003 -0.019 0.004 0.034 

 (-0.030) (-0.165) (0.039) (0.291) 

DIF 9.041**    

 (2.135)    

CB  8.322**   

  (2.077)   

UD   6.758**  

   (2.104)  

DL    8.177** 

    (2.332) 

IL 9.279 10.382 5.516 4.218 

 (0.983) (1.063) (0.591) (0.443) 

TOD 0.303 0.204 0.074 0.916* 

 (1.167) (0.872) (0.370) (1.954) 

IFDI 0.273 0.498 -0.293 -0.491 

 (0.221) (0.398) (-0.231) (-0.352) 

ER 0.138* 0.128 0.116* 0.077* 

 (1.789) (1.701) (1.728) (1.745) 

IA -4.875 -5.696 -2.945 -21.119** 

 (-1.412) (-1.608) (-0.847) (-2.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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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t -25.306 -23.708 -11.900 -0.707 

 (-1.278) (-1.157) (-0.691) (-0.037) 

F 3.869*** 3.611*** 3.364*** 7.228*** 

AR(1) 0.088 0.091 0.099 0.041 

AR(2) 0.232 0.243 0.233 0.288 

Hansen检验 0.196 0.160 0.121 0.182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括号内为 t统计量值；下同 

由表 2中模型 1结果可知，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为 9.041,在 5%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

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得到支持。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和数字性成为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双引擎，其通过提

供金融支持，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应对外部冲击的创新韧性。模型 2 结果显示，覆盖广度的回归系数为 8.322,在 5%水平上显著，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覆盖广度代表数字金融的普惠面，覆盖广度使得被传

统金融排斥在外的企业能够获得金融服务，有利于改善企业创新环境。因此，覆盖广度能够促进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提升。模

型 3结果显示，使用深度的回归系数为6.758,在 5%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使用深度代表数字技术实际使用情况，使用深度越大，对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使用频率和程度越高，越能激发

企业创新活力。因此，使用深度能够促进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提升。模型 4结果显示，数字化程度的回归系数为 8.177,在 5%

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代表便利性和成本优势，数

字化程度越高，企业越能以高效率、低成本方式获得金融服务，从而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因此，数字化程度能够促进高技术制造

业创新韧性提升。 

3.2.2 稳健性检验 

(1)增加控制变量。 

本文采取增加控制变量的方法对表 2 的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人力资源是开展创新活动的必要投入要素，人才拥有的

创新知识和技术决定企业创新质量，对创新韧性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增加人力资本(HC)作为控制变量，用人均受教育年限

衡量各省人力资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2—2020),结果如表 3所示。 

由表 3可知，增加人力资本作为控制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回归系数符号均为正，

且均在 5%水平上显著，这与表 2 的回归结果一致。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及其 3 个维度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正向影响较为

稳健。 

(2)缩尾处理。 

为消除离群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对所有变量在 1%和 99%分位上进行缩尾处理，然后用缩尾后的变量重新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3增加控制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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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IR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L.IR -0.002 -0.017 0.006 0.030 

 (-0.019) (-0.152) (0.059) (0.261) 

DIF 9.132**    

 (2.122)    

CB  8.557**   

  (2.051)   

UD   7.016**  

   (2.084)  

DL    7.774
**
 

    (2.358) 

IL 9.270 10.438 5.478 4.372 

 (0.983) (1.064) (0.589) (0.465) 

TOD 0.375 0.343 0.172 0.693 

 (0.933) (0.850) (0.501) (1.515) 

IFDI 0.330 0.600 -0.226 -0.535 

 (0.256) (0.457) (-0.172) (-0.372) 

ER 0.141* 0.134 0.122* 0.072 

 (1.768) (1.680) (1.704) (1.650) 

IA -5.083 -5.962 -3.046 -20.371** 

 (-1.438) (-1.616) (-0.852) (-2.719) 

HC -0.367 -0.714 -0.523 0.952 

 (-0.294) (-0.548) (-0.483) (0.771) 

Constant -23.053 -19.446 -9.017 -7.497 

 (-1.419) (-1.182) (-0.710) (-0.466) 

F 3.313*** 3.020** 2.723** 6.204*** 

AR(1) 0.087 0.091 0.099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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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2) 0.233 0.246 0.233 0.281 

Hansen检验 0.194 0.155 0.135 0.178 

 

表 4缩尾处理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IR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L.IR -0.022 -0.036 -0.016 0.013 

 (-0.215) (-0.351) (-0.163) (0.134) 

DIF 7.582**    

 (2.278)    

CB  6.929
**
   

  (2.198)   

UD   5.715**  

   (2.229)  

DL    7.033** 

    (2.476) 

IL 10.814 11.674 7.708 6.460 

 (1.404) (1.439) (1.073) (0.906) 

TOD 0.296 0.212 0.105 0.810
*
 

 (1.299) (1.033) (0.626) (2.015) 

IFDI 0.561 0.744 0.077 -0.080 

 (0.592) (0.754) (0.084) (-0.079) 

ER 0.119* 0.110* 0.101* 0.069* 

 (1.868) (1.770) (1.812) (1.852) 

IA -5.745* -6.421* -4.100 -19.604*** 

 (-1.738) (-1.856) (-1.328) (-2.798) 

Constant -24.873 -23.326 -13.666 -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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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0) (-1.356) (-0.998) (-0.321) 

F 4.052*** 3.702*** 3.679*** 7.853*** 

AR(1) 0.072 0.075 0.082 0.030 

AR(2) 0.254 0.261 0.254 0.324 

Hansen检验 0.153 0.144 0.129 0.179 

 

由表 4可知，对变量进行缩尾处理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仍能够促进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

性提升。可见，采用缩尾处理法进一步验证了表 2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3 门槛效应分析 

3.3.1 门槛效应检验 

在进行门槛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对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5所示。 

由表 5 可知，消费升级在 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单一门槛检验，但未通过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检验。因此，本文应采用单一

门槛模型检验消费升级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门槛值为 0.373。研发投入强度在 10%和 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单一门槛和双重门

槛检验，未通过三重门槛检验。因此，本文应采用双重门槛模型检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门槛值为 0.734 和

0.744。 

3.3.2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利用式(7)和式(8),对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6所示。 

由模型 13可知，在不同消费升级程度下，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作用存在差异。当消费升级不大于门槛

值(θ1=0.373)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为2.548,在 5%水平上显著；当消费升级大于门槛值(θ1=0.373)时，数字普惠金融的

回归系数为 9.906,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当消费升级跨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提升作用将更为

明显，H2得到支持。由模型 14可知，在不同研发投入强度下，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作用存在差异。当研发

投入强度不大于第一个门槛值(λ1=0.734)时，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不显著；当研发投入强度大于第一

个门槛值(λ1=0.734)且不大于第二个门槛值(λ2=0.744)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为 27.619,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普

惠金融能够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当研发投入强度大于第二个门槛值(λ2=0.744)时，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

韧性的影响不显著，H3得到支持。 

4 地区异质性分析 

4.1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影响的地区异质性检验 

为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本文参考蒋晓敏等[40]的研究，将内地30个

省份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地区，检验结果如表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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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门槛设定 F值 P 值 10% 5% 1% 

CU 单一门槛 31.860*** 0.004 11.848 15.076 25.345 

 双重门槛 -3.440 1.000 14.825 21.008 37.187 

 三重门槛 3.950 0.770 23.306 33.132 51.900 

RDI 单一门槛 21.760
*
 0.058 16.929 22.584 39.071 

 双重门槛 122.480*** 0.002 22.126 30.464 63.677 

 三重门槛 27.530 0.322 46.854 58.032 87.895 

 

表 6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IR 

模型 13 模型 14 

CU≤θ1 2.548**  

 (2.183)  

CU>θ1 9.906***  

 (5.050)  

RDI≤λ1  1.224 

  (0.954) 

λ1<RDI≤λ2  27.619*** 

  (9.464) 

RDI>λ2  0.684 

  (0.657) 

IL 1.009 8.974 

 (0.141) (1.377) 

TOD 0.445 0.362 

 (0.500) (0.452) 

IFDI -1.685 1.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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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 (1.252) 

ER 0.137*** 0.031 

 (3.637) (0.989) 

IA 1.733 -2.852 

 (0.306) (-0.554) 

Constant 9.124 -22.922 

 (0.520) (-1.408) 

F 4.688*** 12.202*** 

R2 0.123 0.296 

 

由模型 15 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不显著；由模型 16 可知，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

数为 10.470,在 5%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原因可能是，数字普

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包容性，能够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将金融服务延伸到中小企业和发展较为缓慢的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相

比，东部地区拥有先天优势(如地势平坦、沿海港口多和劳动力充足等)和后天优势(如率先实行改革开放、重要制度与政策试点

等),这些优势使得东部地区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相对而言，东部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要求更高
[2]
,使得在创新韧性提升

程度相同的情况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作用不显著，而对发展较为缓慢的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

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显著提升作用。 

表 7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IR 

模型 15(东部) 模型 16(中西部) 

L.IR 0.062 -0.010 

 (0.332) (-0.083) 

DIF 1.381 10.470** 

 (1.729) (2.238) 

IL 15.578* 11.317 

 (2.016) (1.075) 

TOD 0.319
*
 4.755

*
 

 (1.988) (1.960) 

IFDI 0.535 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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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5) (0.185) 

ER 0.053 0.138 

 (0.918) (1.677) 

IA -0.326 -12.602*** 

 (-0.182) (-2.890) 

Constant -16.024** -26.355 

 (-2.310) (-0.883) 

N 88 152 

F 22.482*** 7.612*** 

AR(1) 0.050 0.082 

AR(2) 0.239 0.244 

Hansen检验 1.000 0.961 

 

4.2 门槛效应的地区异质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检验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如表 8所示。 

由表 8 可知，消费升级在东部地区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门槛值为 0.329 和 0.330,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门

槛值为 0.373。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 1.509 和 0.076。门槛效应的地区异质

性回归结果如表 9所示。 

由模型 17可知，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只有当消费升级大于第一个门槛值(β1=0.329)且不大于第二个门槛值(β2=0.330)时，

数字普惠金融才会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产生影响，且为显著负向影响。由模型 18可知，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无论消费升

级是否跨过门槛值(γ1=0.373),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均为正向显著，且这一影响随着消费升级跨过门槛

值变大，表明中西部地区可以通过促进消费升级的方式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提升作用。由模型19可知，

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当研发投入强度不大于门槛值(ω1=1.509)时，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显著为负；当

研发投入强度大于门槛值(ω1=1.509)时，其影响不显著。由模型 20可知，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当研发投入强度不大于门槛值

(η1=0.076)时，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显著为正；当研发投入强度大于门槛值(η1=0.076)时，其影响不

显著。 

表 8东、中西部地区消费升级与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 

变量 地区 门槛设定 F值 P 值 10% 5% 1% 

CU 东部 单一门槛 18.130** 0.028 12.246 15.314 21.824 



 

 16 

  
双重门槛 20.010*** 0.006 10.608 12.614 17.133 

  三重门槛 4.140 0.704 12.135 15.389 23.640 

 中西部 单一门槛 23.550*** 0.004 9.768 12.387 18.883 

  双重门槛 2.100 0.896 11.456 16.927 25.194 

  三重门槛 2.740 0.868 19.761 26.519 47.248 

RDI 东部 单一门槛 24.150** 0.032 17.569 20.950 30.366 

  双重门槛 13.290 0.256 21.303 26.702 45.909 

  三重门槛 24.600 0.122 26.447 33.423 53.016 

 中西部 单一门槛 15.310* 0.078 13.750 18.243 25.426 

  双重门槛 7.590 0.290 12.295 15.912 26.005 

  三重门槛 12.480 0.458 25.156 31.268 53.822 

 

表 9门槛效应的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IR 

模型 17(东部) 模型 18(中西部) 模型 19(东部) 模型 20(中西部) 

CU≤β1 -0.546    

 (-0.855)    

β1<CU≤β2 -3.703
***
    

 (-4.547)    

CU>β2 -1.151    

 (-1.571)    

CU≤γ1  3.999**   

  (2.261)   

CU>γ1  11.086***   

  (4.300)   

RDI≤ω1   -3.032***  

   (-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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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I>ω1   -0.314  

   (-0.447)  

RDI≤η1    16.390*** 

    (4.097) 

RDI>η1    2.295 

    (1.280) 

IL 20.446*** 8.085 28.599*** 3.374 

 (2.906) (0.709) (3.826) (0.291) 

TOD -0.277 1.113 -0.268 0.676 

 (-0.862) (0.332) (-0.752) (0.199) 

IFDI 0.578 -3.603
*
 1.384

**
 -5.178

**
 

 (1.002) (-1.730) (2.155) (-2.425) 

ER -0.029 0.161*** -0.062 0.047 

 (-0.709) (3.156) (-1.467) (0.950) 

IA -4.817* -8.369 -5.801** -6.799 

 (-1.889) (-0.746) (-2.105) (-0.597) 

Constant -2.893 33.884 -14.241 62.839** 

 (-0.338) (1.333) (-1.519) (2.411) 

N 99 171 99 171 

F 8.261*** 3.516*** 5.741*** 2.906*** 

R2 0.452 0.145 0.332 0.123 

 

对于东部地区，无论以消费升级还是研发投入强度为门槛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均为负。原因

可能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值分别为 2.257 和 1.904,表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然而，创新韧

性是在逆境中形成的。东部地区拥有较为丰富的传统金融资源，加之数字普惠金融的助力，其高技术制造业可以利用的金融资源

较为充足甚至达到饱和，这反而不利于营造良好的创新竞争氛围，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发挥的作用适得其反，给高技术制造业创新

韧性带来不利影响。对于中西部地区，随着消费升级程度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正向影响更强烈。可能

的原因是，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消费水平较低，消费升级更能有效刺激高技术制造业进行产品更新和变革，使其积极利

用数字普惠金融开展创新活动，研发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从容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提升创新韧性。随着研发投入强度提高，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正向影响变得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中西部地区研发投入强度达到较高水平后，高技

术制造业拥有较多创新资金开展创新活动，此时，数字普惠金融并未给高技术制造业带来创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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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基于 2011—2019 年中国内地 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及其 3个维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

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并进一步进行地区异质性分析，得出如下研究结

论： 

(1)从全国层面看，无论是数字普惠金融，还是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和数字性有助于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该结论在增加控制变量和采用缩尾处理法

的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分地区看，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不显著，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

业创新韧性存在显著提升作用。 

(2)消费升级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当消费升级跨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

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显著正向影响更强烈。进一步分析发现，消费升级的门槛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

消费升级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消费升级不大于第一门槛值或大于第二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

响为负但不显著；当消费升级大于第一门槛值且不大于第二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存在显著负向影

响。在中西部地区，消费升级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不论消费升级是否跨过门槛值，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均存在

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系数随着消费升级跨过门槛值而增大。 

(3)研发投入强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研发投入强度大于第一门槛值且

不大于第二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正向影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存在

明显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研发投入强度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随着研发投入强度跨过门槛值，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

创新韧性的负向影响由显著变为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研发投入强度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随着研发投入强度跨过门槛值，数字

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正向影响由显著变为不显著。 

5.2 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整合金融资源，实现金融

资源的高效配置，建立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并鼓励传统金融机构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促进数字普惠金融

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提升，释放普惠效应。同时，降低金融机构与高技术制造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实现金融

供需两端诉求的精准匹配，为高技术制造业提升创新韧性提供低成本和高效率的金融服务，促进数字普惠金融与高技术制造业

融合发展。此外，各地区相关部门要因地制宜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东部地区应合理、规范使用数字普惠金融资源，使其

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发挥积极作用；中西部地区可通过多种途径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提升作用。 

(2)把握消费升级机会，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从多种消费方式中挖掘

金融需求，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同时，注重金融需求的个性化，提供个性化金融产品和服务，为消费升级打通“金融最后一公

里”。另一方面，建立互联互通机制，将消费升级有关信息及时向高技术制造业传递，鼓励其利用数字普惠金融资源开发高质量

且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创新型产品，从而提升创新韧性。此外，东部地区应引导高技术制造业合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资源，有效

降低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不利影响；中西部地区应注重推动消费机制改革，通过多种方式激发消费潜力，实

现消费升级，确保高技术制造业抓住消费升级机遇，更好地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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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适当调整研发投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对于研发投入强度未跨过第一门槛值的省份，应鼓

励高技术制造企业建立技术研究中心和创新孵化中心等，持续开展研发活动，并根据高技术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给予不同比例

的研发补贴和税收优惠等，刺激其增加研发投入。对于研发投入强度跨过第二门槛值的省份，避免陷入盲目提高研发投入强度的

误区，应根据实际状况将高技术制造业研发投入调控在合理范围内，并建立相应研发资金监管机制，保证研发资金落实到位，防

止高技术制造业不合理使用研发资金。分地区看，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应适度把握高技术制造业研发投入规模，使其在合理区间

内与数字普惠金融形成良好互动，最大程度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避免研发投入过度带来的负面影响。 

5.3 不足与展望 

本文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关系，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文仅探讨了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

度的门槛效应，未来可纳入更多因素，探究其对数字普惠金融与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关系的作用机理。其次，由于数字普惠金

融指数仅有 2011 年及之后的数据，因此本文数据区间为 2011—2019 年，而韧性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未来可利用更长时期

的数据进行研究，以得出更有针对性的结论。最后，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展开研究，未来可利用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

融与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关系，基于城市层面展开研究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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